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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2010 年至 2013 年间，出口贸易以年均 16．84％的

速 度 增 长，2013 年 中 国 已 成 为 全 球 第 一 贸 易 大

国。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尚处于

起步阶段，超过一半的企业仍处于“旁观”的状态

（黄群慧等，2013）［1］。 自 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企

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家制

定各种政策、法律与标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

履行，各种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层出不穷，媒体评

选优秀企业和相关奖项，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

报告（周祖城，2009）［2］。 然而，出口企业的社会责

任表现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对出

口企业给予退税、融资、补助等方面的扶持。 2008

年以来，政府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以加大对出口

企业的支持，出口退税率最高已达 17％。 2012 年

我国的出口退（免）税达 10429 亿元①，占当年税收

收入的 1 ／ 10 左右。 政府或者制度环境的支持是

否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对待利益相关

者的方式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制度环境 （Hall and
Soskice， 2001）［3］。 Gao 和 Hafsi（2014）研究发现政

府的涉入能促进企业捐赠行为 ［4］。 Zhi·Tang 和

Jintong·Tang（2013）认为媒体对企业污染 行为 的

报道会影响政府和大众的行为，进而导致企业采

取解决问题行为［5］。 可见，政府的管制以及媒体的

报道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那么政府的支

持能否更好地推动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呢？
现有文献中，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

系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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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类，以跨国企业为对象，研究企业社会责

任表现在不同国家的差异（Strike et al．， 2006）［6］；
第二类，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中国供应商

的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情 况 （Zanden， 2007；
Amaeshi et al．， 2008）［7，8］；第三类，将企业社会责

任视为企业差异化战略的表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对出口绩效的影响（Boehe and Cruz， 2010）［9］；
第四类，将出口作为企业多元化战略之一，研究市

场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Kang，2013）［10］。
虽然 Kang（2013）的文章涉及出口与企 业社会 责

任的关系，但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并且 未

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10］。
基于此， 本文利用 2010～2013 年深沪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中国企业的出口导向与

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其中的

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比重越

大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差；企业可见度在

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出口导向负向影响企

业的可见度，而企业可见度正向企业社会责任表

现；相比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出口

导向与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关系更强。 另外，进

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弱化出口导向与

企业绩效的负向关系。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

系统深入地探讨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

和间接关系，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两者关系的本质。
其次，找到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即企业所有制的

调节作用， 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和运用两者间的关

系；最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导向与企业

社会责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有助于全面理解出口

导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对文献进行回顾

后，结合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接着是研究设

计，之后呈现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文献回顾

由于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 践以 及相关 研

究起步较晚，涉及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

献不多，具体探讨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更

少。 回顾现有国内外文献后，我们发现相关的研

究可大致分为四大类。
首先，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在

不同国家采取的社会责任战略的差异。 Strike 等

（2006）以 1993～2003 年间 222 家美国上市公司为

样本，研究跨国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随着跨国多元化的增加，企业的负

责任行为和不负责行为均显著增加 ［6］。 Husted 和

Allen（2006）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研究三种不同

的国际化策略对墨西哥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表

现的影响。 他们发现相比全球式经营的公司，多

国式和跨国式经营的公司对特定国家的社会责

任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从而体现了发展中国

家的制度压力对跨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11］。汤胜（2013）根据 2007～2010 年间的调研数据，
分析在华大型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动趋势，结

果显示在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基本呈

现不断向好的趋势，但受自身经营绩效和经济环

境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12］。
其次，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研究发 展中国

家的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表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来，中国的出口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增长

速度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2013 年中国已

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然而，在全球供应链中，
中国的企业多为生产制造商，产品主要为劳动和

资源密 集型 产品， 缺 乏国际 竞争优 势。 Zanden
（2007）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对进口商要求的

行为准则的遵守情况，通过对来自九家中国的玩

具供应商的员工的非正式访谈，发现被调查的厂

商对于瑞典零售商要求的行为准则均有不同程

度的违反，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供应商未遵守大

部分的行为准则要求［7］。Amaeshi 等（2008）认为拥

有国际品牌的公司不该为其处于世界各地的供

应商的不负责行为承担责任。 相反，他们可运用

权力，通过制定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员工培训以

及价值重塑等方法影响供应商的行为［8］。
再次，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差异化战略

的表现， 研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Boehe 和 Cruz
（201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创新和产品质量

一样， 也是差异化战略表现之一。 通过对 252 家

巴西的大中型出口企业的调研，他们发现基于社

会责任的差异化与基于产品创新的差异化对出

口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相仿，均强于基于产品质

量的差异化［9］。
最后，将出口销售视为企业多元化战略的表

现， 研究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Kang
（2013） 利用 1000 家市值最大的美国上市公司的

数据，研究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实证

结果表明多元化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但

短期利益导向负向调节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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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是正向关系。Kang 认为多元化扩大了利益相

关者的需求范围，同时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规避

意识，降低了管理层的雇佣风险，创造了社会责

任投资的规模效应［10］。
尽管有一些文献涉及出口企 业与 企业社 会

责任的相关研究，但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

景，很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出口企业的社

会责任表现，且较少涉及内在机制的研究。 鉴于

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以及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正努力走向国际，我们认为现阶段研究

中国企业的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

的关系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框架

Kang（2013）的研 究 表 明 企 业 出 口 的 多 少 与

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关系，可他的研究样本由

大规模的美国上市公司构成。 美国与中国的制度

背景和历史文化存在差异， 所以 Kang 的研究结

论未必能适用于中国的出口企业。 本文将讨论以

中国为背景的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并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大 致可 归为利 他

（Sharfman，1994； Useem， 1984）［13，14］、追求利益最

大化（Bock et al．， 1984）［15］以及寻 求政治 合法性

（Neiheisel， 1994； Burt， 1983）［16，17］。 利他动机表

现为企业按照一定的准则，以帮助他人为唯一目

的，自愿无偿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企业

捐赠。 中国的出口产品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为主，集中于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家具、塑

料制品和机电产品等商品，附加值低，缺乏国际

竞争优势。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

紧缩、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出

口企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 冗余资源理论（Slack
Resource Theory） 认为企业拥有冗余资源时倾向

参与社会责任行为，尤其是对外捐赠（McGuire et
al．， 1988； Roberts， 1992）［18，19］。 在自身的营利受

损的情况下，企业相对缺乏利他行为的动机①。
利益最大化动机是指企业履 行社 会责任 是

为了获得经济利益（Bock et al．， 1984）［15］。 企业的

社 会 责 任 行 为 能 更 好 地 营 销 产 品 ， 吸 引 客 户

（Fombrun， 1996）［20］， 吸引 优秀的 员工（Greening
and Turban， 2000）［21］。然而，出口企业的客户主要

集中在国外，由于时空的距离，出口企业较少与

终端客户联系。 终端客户更多地关注当地零售商

的行为和声誉（Schramm－Klein et al．， 2013）［22］。同

时，在中国，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

员工的要求相对不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相

对充足的劳动力。 鉴于此，履行社会责任的出口

企业难以获得来自客户和员工的回报，因此进一

步削弱了出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政治动机是指企业通过履行 社会 责任建 立

良好的政企联系， 以获得政治合法性（Neiheisel，
1994）［16］和政治资源，如优惠的 税率（See， 2009）
等［23］。 在中国，出口企业历来受到各级政府的支

持和鼓励。 2008 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调高出口

退税率，目前最高可达 17％。 2012 年我国出口退

税额约占当年税收收入的 10％。 同时，银行等金

融机构也为出口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便利。 一些

地方政策甚至明文规定，对于出口强度达到 70％
以上的企业给予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可

见，出口企业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它

们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动机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无论是出于利他、自利还是政治动

机，出口企业都缺乏足够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由此， 我们认为企业的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

绩效存在负向关系。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可表述为：
H1：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出口导向负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深入分析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我们发现企业可见度或许是两者关系的传导因

素。 企业可见度是指市场参与者对企业存在的感

知程度。如前所述，出口企业与终端客户存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距离， 它们主要通过国外的经销商进

行销售， 所以出口企业进行对外宣传的需求相对

较弱。此外，国内的社会大众对出口企业及其产品

缺乏了解，对企业的认知度相对降低；由于出口企

业的自我宣传较少， 媒体等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

感知程度也不高。由此，企业的出口导向将负向影

响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同时，企业可见

度的高低影响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的

监督和期望。 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大众的

可见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Godfrey et
al．， 2009）［24］。 因此，企业的出口导向越强，企业对

① 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对外捐赠管理制度》中强调“量力而行”，即企业在已经亏损或可能亏损的情况下，不能对外捐赠。 详见
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 ／ ／ www．sse．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 ／ ／ www．szse．cn ）。

70— —



于其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越低， 企业社会责任表

现越弱。 由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可表述为：
H2：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出口导向对企业社

会责任绩效的负向影响是通过企业可见度的中

介作用产生。
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所有制性质可能会影

响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 首

先， 作为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之

一， 国有企业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
而是肩负替政府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维护社

会稳定（Bai et al．，2000； Lin and Tan， 1999）等多

重目标［25，26］。 其次，政府控制着国有企业的股权、
人事权等权力（刘慧龙等，2010）［27］，国有企业的管

理者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以及个人的发展，更有

可能主动配合政府完成相应的社会任务。 再次，
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公众资源，因此社会大众对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期

望。 Lau 等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份占比越多，企业的

社会责任表现越好（Lau et al．， 2014）［28］。 由此可

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好于非国有企业。
相比非国有出口企业，国有出口企业由于其

所有制的性质，仍然需要满足政府以及社会大众

的相应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因此，
尽管出口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呈负向影响，
但国有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要好于非国有

出口企业。 据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可表述为：
H3：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国有企业性质正向

调节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负向关系。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初始样本包括所有深沪 A 股的上市

公司，研究期间为 2010～2013 年。 选择 2010 年作

为研究起始点，是因为 2010 年后才有相对完整的

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 本文的数

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与和讯网，其

中出口以及财务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企

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和讯网。 和讯创立于 1996
年，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下属单位。

本文按照如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
（1）剔除所有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当年上市

的企业；（3）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观测值。 经过上

述筛选后， 最终得到了共计 4378 个企业年观测

值。 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样本中的连续

变量进行了异常值处理， 对于 1％和 99％分位数

之外的变量观测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
（二）变量测量

1．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绩 效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CSP）。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

多维度概念（Luo et al， 2013）［29］，涉及包括员工、
顾 客 、供 应 商 、当 地 社 区 （Carroll and Buckholtz，
2000）［30］以及环保等各方面的责任。本文用和讯网

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作为度量企业社会责

任绩效的数据，该评分是根据中国证券交易所公

布的上市公司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据

计算而得，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链责任、
环境责任和公益责任五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进行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为五项指标

的加权计总，最高为 100 分，五项指标下共设 13
个二级指标和 37 个三级指标， 其中二级指标包

括盈利、偿债、回报、信批、创新、产品质量、售后服

务、诚信互惠、绩效、安全、关爱员工、环境治理和

贡献价值。
2．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 EO）。 根据先

前文献（Francis and Collins－Dodd， 2000）［31］，本文

以出口销售收入占企业当年的总营业收入的比

值作为出口导向的度量指标。 该指标的值越高，
表示企业的出口导向程度越高。

3．企业可见度（Firm Visibility， FV）。 企业可

见度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存在的感知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外宣传的投入。 依照

Grullon 等（2004）的做法［32］，本文采取企业的广告

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企业可见度的度量指

标。这里的营业收入是指企业当年的总营业收入，
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收入； 广告费用是指企业当年

总的广告费用，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广告支出。
（三）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参考已有文献的

基础上，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Li et
al．， 2014； Kang， 2013； Barnett and Salomon，
2012）［33，10，34］：企 业 规 模（Size）、财 务 杠 杆（Lever）、
第 一 大 股 东 持 股 比 例 （Shrcr1）、 市 值 账 面 比

（M2B）、 企 业 年 龄 （Firmage） 以 及 企 业 所 有 制

（State）。另外，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可能与其盈利

能 力 有 关 ， 因 此 我 们 将 期 初 的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ROE）加入模型中，控制可能的影响。 同时，为控

制行业和时间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我们将行业和

年度加入计量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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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 1， 我们建立如下的回

归模型：

CSP =β0 +β1EO +Σ βi Xi+Σ βjIndustry +Σ
βkYear+ε （1）

其中 X 表示除行业和年度外的控制变量（下

同）。 若 β1 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本文的假设 1
得到支持。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将企业是否

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作为因变量进行检验。
检 验 中 介 效 应 最 常 用 的 方 法 是 Baron 和

Kenny（1986）［35］的逐步法。 按照他们的理论，检验

中介效应的存在需要依次检验（1）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总效应；（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3）控

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效应。 若这三个步骤中，相应的系数均显著，则

表明中介效应成立。 结合模型 1，我们建立了模型

2 和模型 3，用于检验本文的假设 2。 若假设 1 成

立，模型 2 中的 β1 的系数显著为负，模型 3 中 β2

的系数显著为负，但 β1 的系数不显著或显著小于

模型 1 中的 β1 的系数时，表明本文的假设 2 得到

支持。

FV =β0 +β1EO +Σ βi Xi +Σ βjIndustry +Σ
βkYear+ε （2）

CSP=β0+β1EO+β2FV+Σβi Xi+ΣβjIndustry+

ΣβkYear+ε （3）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 3， 我们将企业所有制与

出口导向的交乘项加入模型 1 中，建立模型 4。 模

型 1 中， 企业所有制已作为控制变量存在。 若模

型 4 中 β2 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本文的假设 3
得到支持。

CSP=β0+β1EO+β2EO×Ownership+Σβi Xi+Σ

βjIndustry+ΣβkYear+ε （4）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本文的样本中，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CSP）
的均值约为 28．56，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72．93
和－1．23，表明不同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存在较

大差别，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我国企业社会责

任现状的描述相符（黄群慧等，2013）［1］。 出口占营

业收入的标准差为 23．2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

为 92．94％和 0．03％，说明不同的企业的出口导向

程度差异很大。 ROE 的标准差为 0．1143，最大值

和最小值分别为 0．3950 和－0．6023，表明不同企业

的盈利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样本中约有 3．43％的

企业为国有控股企业， 企业规模平均为 5973 人，
企业年龄平均为 13 年，最高为 33 年。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出口结构，我

们按行业分组，对样本中企业的出口情况进行分

析。 结果显示： 出口占营业收入比重排前 5 名的

行 业 分 别 为 木 材 和 家 具 （39．19％ ）， 电 子

（37．30％），纺织，服装和皮毛（32．63％），其他造业

（31．55％）以及农、林、牧、渔业（30．36％），这 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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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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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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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分析

注：左下方为 Pearson 系数，右上方为 Spearman 系数；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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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国总体出口的产品结构情况相符。
（二）相关分析

表 3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左下

方和右上方分别为 Pearson 相关系数和 Spearman
相关系数。 EO 与 CSP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出口在营业收入中所占比重越高，企业社会责任

表现越差，与假设 1 相符。 Shrcr1、ROE 和 State 与

CSP 显著正相关，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表现越好。 Size 与 CSP 显著正相关， 表明规模越

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此外，各自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 0．4 以下， 表明它们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 1， 即出口导向与企业社

会责任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层级回归

法。 首先将 CSP 作为因变量，将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市值账面比、现金占总资产

比、财务杠杆、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等控制变量

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然后，按照模型 1，加入自变

量出口导向。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加入自变量

后，模型调整后的 R2 增加了 0．11％，大部分控制

变量的系数显著，证明了将它们加入模型的合理

性。 由表 4 的第 2 列可知， 出口导向的系数显著

为负（β＝－3．0661，P＜0．05），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假

设 1 得到支持。
为检验本文的假设 2， 即企业可见度在出口

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我们按 照 Baron 和 Kenny（1986）［35］的 三 步 法，首

先，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这一步，我们在

检验假设 1 时已经完成；其次，检验自变量与中

介变量的关系；最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

放入模型，检验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 限于企业

可见度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样本减少至 2165。 由

于样本减少，所以我们重新运行模型 1，结果如表

5 所示，自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β＝－3．6880，
P＜0．05）。 接着，利用模型 2 和模型 3 依次回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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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假设 1 和假设 3 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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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假设 2 的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5 第 2 列显示出口导向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可见度

（β＝－0．0101，P＜0．01）；在模型 3 中，出口导向的系

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 由 （β＝－3．6580，
P＜0．05）变为（β＝－2．8601，P＜0．10），但企业可见度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β＝81．8835，P＜0．01）。 这表

明企业可见度在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进一步的 Sobel 检

验结果显示 Z 值也支持了中介效应 （Z＝－3．0728，
P＜0．01），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本文的假设 2 得到

支持。
为检验假设 3， 即企业所有制对出口导向与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负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我们利用模型 4， 将出口导向与企业所有制的交

乘项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 在模型 1～3 中，企业

所有制已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结果如表 4 所

示，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β＝29．2867，P＜0．01），
与预期一致，表明本文的假设 3 得到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本 文的 假设均 得

到支持。 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对可能的内

生性问题进行检验。本文之前的分析表明，企业社

会责任作为企业差异化战略的体现， 可能会影响

企业的出口行为和表现。 为了控制企业社会责任

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我们选用是否披露社会

责任报告（Issue）作为企业社会责任 绩效的 代理

变量。 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属于自愿性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好的公

司更愿意向利益相关者披露相关信息。 由于 Issue
是虚拟变量，我们选用 Logit 模型，加入模型 1 中

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6 所示，EO 的系

数显著为负，与之前的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

假设检验结果是较为稳健的，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结论，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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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导向和企业绩效

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0．10，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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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EO 与是否发布 CSR 报告的关系检验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0．10， **P ＜ 0．05，***P ＜ 0．01

为 确 保 中 介 效 应 的 成 立 ， 依 照 先 前 文 献

（Preacher and Hayes， 2008； Shrout and Bolger，
2002）［36］［37］，我们先用全模型（模型 3）估计出间接

效应的非标准化系数， 然后用 bootstrapping 程序

在间接效应的非标准化系数的 95％置信区间内

重复抽样 1000 次。结果显示 EO 对 CSP 的直接效

应仍然显著为负 （β＝－3．6880，P＜0．05），EO 对 FV
的影响也显著为负（β＝－0．0101，P＜0．01）；在 全模

型 中，EO 对 CSP 的 影 响 下 降 但 保 持 显 著 （β＝－
2．8600，P＜0．10），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FV 对 CSP
的影响依然显著（β＝81．8835，P＜0．01）。 这表明本

文的假设 2 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五）拓展研究

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 企业 的重要 作

用，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出口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

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CFP=β0+β1EO+Σβi Xi +Σβj Industry+Σ
βkYear+ε （5）

CFP =β0 +β1EO +β2C SP +β3EO ×CSP +Σ βi Xi+Σ

βjIndustry+ΣβkYear+ε （6）

首先，以企业财务绩效（CFP）为因变量，用资

产收益率（ROA）作为度量，以出口导向作为自变

量，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建立模型 5。 回归结果

如 表 7 所 示， 出 口 导 向 的 系 数 显 著 为 负 （β＝－
0．0139，P＜0．01）， 表明出口导向与企业的财务绩

效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相符

（王国顺、胡莎，2006）［38］。随后，将企业社会责任绩

效（CSP）及其与出口导向的交乘项加入模型，建

立模型 6， 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导向与企业

财务绩效关系的影响。 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显

著为正（β＝0．0005，P＜0．01），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减

弱了出口导向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 也就是

说，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出口导向对企业财

务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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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EO 对 CSP 五个维度的影响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0．10， **P ＜ 0．05，***P ＜ 0．01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出口导向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异？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别将 CSP 的五个维

度，即环境责任、公众责任、供应链责任、股东责

任和员工责任作为因变量， 利用模型 1 进行回

归。 如表 8 所示，出口导向对于环境责任、供应链

责任、股东责任以及员工责任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系 数 分 别 为 β＝－1．0831，P＜0．05；β＝－0．6463，P＜
0．10；β＝－0．9212，P＜0．01；β＝－0．5999，P＜0．05），而

出口导向对于公众责任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公众责任衡量的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价值，
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公益性对外捐赠，捐赠对象主

要是国内需要帮助的人群或项目，与企业的业务

经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企业的公众责任受出

口导向的影响较小。
六、结论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探讨了出口

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 结论

表明： 出口导向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企

业可见度在 EO－CSP 的 关系中 起部分 中介的 作

用；相比国有控股企业，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

绩效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
另外， 我们还发现出口导向负向影响企业财务绩

效，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助于减弱两者间的负向

关系；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维度中，除公众责任

不显著外，出口导向对环境责任、供应链责任、股

东责任以及员工责任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以上结论表明：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之

间既存在直接关系又存在以企业可见度为中介

的间接关系，出口企业的低可见度导致其履行社

会责任的动机不足。 因此，政府可加强对出口企

业的监管，制定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媒体机构

可适当介入，加强对出口企业的关注度，并对其

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监督。 非国有出口企业的社会

责任表现相对较差，值得重视。 在出口企业转型

升级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在给予帮助的同时也应

推动社会责任绩效的改善和提升。 出口企业的管

理者，特别是非国有出口企业的管理者，应加强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并改善其社会责任表现，
特别是环境责任、供应链责任、股东责任和员工

76— —



责任等方面的表现，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益。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 由于样

本来自 A 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未上市

或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可能缺乏针对性；（2） 模型

中可能遗漏其它变量；（3） 虽然本文讨论了出口

导向对企业社责任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

件，但并未考虑企业出口动机的差异。 因此，未来

的研究可以中小企业或非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

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或分析企业出

口的动机对出口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影

响。 Francis 和 Collins－Dodd（2000）［31］将出口导向

分为主动型出口或保守型出口，基于开拓国外市

场需求的为主动型出口，基于短期经济利益或缓

解国内市场压力的为保守型出口，不同的出口类

型对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基于不同动机的

出口导向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值得深

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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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c=
q*

0乙 Q+φa-q= q
*2

2 =（ 2ρ（Q-c）4ρ-φ2 ）2

碳 排 放 ：E =q* （e - φ（Q-c）
4ρ-φ2 ） = 2ρ（Q-c）

4ρ-φ2

（ e（4ρ-φ
2）-φ（Q-c）

4ρ-φ2 ）

②当 φ（Q-c）
4ρ-φ2 ＜a0燮 2φ（Q-c）

4ρ-φ2 ，又对于 a∈［a0，

φ（Q-c）
4ρ-φ2 ］，根据引理 1，a 在 a0 上取得最大值；

产 量 ：q*= Q+φa-c
2 = Q+φa0-c

2
； 价 格 ：p*=

Q+φa0-c
2

利润：π*=（p-c）q-ρa2=（ Q+φa0-c2
）2-ρa

2

0

同上，消费者剩余：πc= q
*2

2 = （Q+φa0-c）
2

4

企业 总 碳 排 放 量：E=q*（e-a）= Q+φa0-c
2

（e-

a0）。 证毕。
命题 4 证明：利用逆推法，△π叟0 时，减排获

得的收益超过企业通过投资来降低单位碳排放的

投资成本，即企业将采取减排策略，由（6）式得：
a（4ρ-φ2）燮2（Qφ-cφ）

又 4ρ-φ2＜0，所以 a叟 2φ（Q-c）
4ρ-φ2 时，企业通过

减 排 可 以 获 得 正 收 益 ， 即 选 择 减 排 决 策 。 又

2φ（Q-c）
4ρ-φ2 ＜0，根据命题 2，减排量越高利润越高。

又因为 a0燮a＜觀，所以 a*=觀。

产量：取极限得，q*= Q+φa-c2 = Q+φ觀-c2

利润：π*=（p-c）q-ρa2= （Q+φ觀-c）
2

4 -ρ觀2

消费者剩余：πc= （Q+φ觀-c）
2

4

碳排放：E＝q*e= （Q+φ觀-c）觀2
证毕。

命题 5 证 明：由 △π=-ρμ2，所 以供应 链的最

优决策是不减排， 因为减排不能获得减排收益，
却产生减排成本。 由于产量也没有产生调整，总

碳排放量没有发生变化。 证毕。
（责任编辑：陆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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